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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组织结构的变化，团队决策为越来越多的组织所采用。该文将团队决策的研究范式概括为以
下四类：社会决策图式（social decision scheme, SDS）、信息取样模型（information sampling model）、项目
排序任务（ranking item task）团队以及组织中以安全优先的团队（safety priority team）；并从影响团队决策
的因素，提高团队决策质量的策略等角度分别对四类团队决策的研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未来研

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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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团队决策的研究既有基于传统社会心理的

小群体（small group）研究，也有基于组织中的团
队研究[1]。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家以实验室中的团

队来研究团队决策；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以

团队形式构建组织结构，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对组

织中的团队决策也越来越关注[2]。在这种以团队形

式构建组织结构的趋势下，原本由个体完成的任务

相应地基于团队形式来完成，团队决策成为组织中

普遍采用的决策方式[3]，因此团队决策的质量和效

率对组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团队决策的

研究，可以了解团队在具体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找

出影响团队决策的因素，以帮助组织中的团队更有

效地做出决策。 

1 团队决策研究范式  

在团队决策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团队决策

模型。之所以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原因在于这些

不同的模型都基于不同的团队任务获得，总结前人

的研究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社会决策图式（social decision scheme, SDS）。

Davis 提出的社会决策图式是关于团队决策如何整
合的一个理论，SDS的研究主要关注团队（小组）
成员讨论前的成员偏向分布对最后团队决策的预

测作用，通过比较成员偏向分布和团队决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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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出一种最符合的决策图式（decision scheme）[4]。

该类研究始于模拟法庭陪审团的团队决策，团队成

员观看犯罪嫌疑人的录像信息后，首先各自独立填

写问卷，对其是否有罪进行判断；而后由若干位成

员组成一个陪审团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进行讨

论，接着各成员进行投票表决，最后团队应尽量努

力达成一致决策。该理论的典型研究如 Davis等人
对团队决策社会机制的研究[4]，Parks 和 Nelson 对
成员偏向分布和团队讨论关系的研究等[5]。 

项目排序任务（ranking item task）。该类研究
是给团队成员一些恶劣环境下求生的情景材料，比

如荒岛求生，材料中包含了相关的各类物品的描

述，要求团队成员想象在恶劣环境下求生的情景，

并按照物品在这种情景下对生存的重要性，对其进

行排序。首先也是团队成员独立对项目进行排序，

然后再进入团队讨论阶段，要求团队在特定时间内

对项目形成共同认可的一致排序，作为团队决策的

结果。Ganster等在实验室中研究了这种团队决策任
务下作为一种培训方法的有效性[6]，这种决策任务

也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培训的实践中[7]。 
信息取样模型（information sampling model）。

该模型是由 Stasser 等人基于共享信息（shared 
information）和非共享信息（unshared information）
的任务设计提出的[8]。在这类团队任务中，团队讨

论前没有人能得到关于团队任务的所有信息，每个

成员在团队讨论前得到的信息是共享信息和一些

非共享信息的组合。共享信息是指将团队任务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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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息提供给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非共享信息是指

将团队任务的其他信息分别提供给团队中的一位

成员。例如团队任务是在 3位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中
做出选择，每位候选人有相应的描述信息，性质上

分为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两类。将这些信息中的

一部分作为共享信息，剩余作为非共享信息。首先

成员根据自己获得的那部分信息做出选择，然后进

入团队讨论，成员共同做出一致的选择。Stewart，
Larson，Gigone和 Hastie 等研究者对信息取样模型
下的团队讨论过程进行了细致而详尽的挖掘。 

多层次团队决策理论（Mutlilevel theory of team 
decision making）。上述研究范式是采用实验室任
务的方式，没有将组织环境考虑其中，且团队成员

之间分工不明确。而实际组织中的团队则处于复杂

的动态环境中，要理解这些团队的决策，就不能忽

略其所处的复杂环境[9]。特别是组织中那些对安全

敏感的团队（safety priority team），如飞行机组，
手术组，消防队等，一旦在沟通、决策上产生失误

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10]。Helmereich提出 2/3的
飞机事故是由于飞行机组的错误，而这些错误主要

是由于机组成员沟通、协同和决策的失误导致的
[11]。因此了解组织中这类团队在复杂环境中的表

现，以及提高团队在此类情境下的决策质量就特别

重要。Hollenbeck 等通过在实验室中模拟海军的一
种命令和操作任务（a naval command-and-control 
scenario），提出了多层次团队决策理论（Mutlilevel 
theory of team decision making）[12]。在这类模拟任

务中，每位成员关注任务不同方面的信息，将判断

结果汇报给领导者，领导者根据所有成员的汇报信

息做出最后决策。该理论提出了 3个核心概念——
团队信息水平（team infirmity），成员有效性（staff 
validity）和层级敏感性（hierarchical sensitivity）来
解释团队决策的准确性。其他研究者，如Helmreich、
Crichton和 Flin等关注了在复杂技术系统下团队成
员应具备的非技术技能（non-technical skills）[13, 14]，

并提出相应的培训方案，来提高团队决策的质量。

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培训方法就是机组资源管理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13]。 
在团队所处的外部条件上，前三种范式中团队

的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没有太多变化，属于实验室

中的单调环境；而组织中的团队则处于不断变化的

环境中，成员在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不断做出决

策，并且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决策。另外在

团队任务方面，前三种团队中任务信息是事先给定

的，而最后一种团队的任务信息则并非事先呈现，

而是伴随着成员任务完成中不断呈现的动态过程。

在成员分工方面，社会决策图式和任务排序任务中

的各成员间没有分工的区别，他们掌握相同的任务

信息，对相同的任务进行判断；而信息取样模型中

的成员会掌握部分独特的信息；组织中以安全优先

的团队，其成员更是具有明显的分工特征，各个成

员都具有独特的，其他成员不可替代的技能

（distributed expertise）。 

表 1 四类团队决策范式的综合比较 

团队决策研究范式 外部环境 任务信息 角色 

社会决策图式 稳定 事先呈现，成员间一致 相同 
项目排序任务 稳定 事先呈现，成员间一致 相同 

信息取样模型 稳定 
事先呈现，成员间不一致（共享信息 vs
非共享信息） 

每位成员掌握部分 
独特信息 

组织中对安全敏感的团队 动态变化 动态变化，由成员自己收集 
每位成员各自 
负责一类信息 

 

2 团队决策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 1中所列四类团队决策研究在外部环境
和任务信息分配上的差异，本文将从外部环境稳

定、任务信息一致的团队，外部环境稳定、任务信

息不一致的团队，以及外部环境动态、任务信息不

一致的团队分别进行分析，探讨其分别的的影响因

素。同时，由于沟通在管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本

文也将对其进行独立探讨。 
2.1 外部环境稳定，任务信息一致的团队 

前两类研究范式中的团队处于稳定的外部环

境中，成员间任务信息分配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下，

对团队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和规

范影响的作用和个体水平等因素上。 
早期研究者关注在团队决策过程中成员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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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影响和规范影响孰多孰少，Kaplan和Miller研究
发现在智力性任务（intellective task）中成员受到的
信息影响比规范影响多，在判断性任务（judgmental 
task）中成员受到的规范影响比信息影响多[15]。 

后来 SDS 理论下的研究发现团队决策过程遵
循多数/大多数的模型，即团队决策的选择与团队中
大多数人的选择一致[4,16]。Parks 和 Nelson研究了
成员偏向分布和团队讨论的关系，成员偏向的分布

一般分为：较大多数，均等，大多数，全体一致，

其研究表明在较大多数、大多数和全体一致的偏向

分布下，最终的团队决策都选择了讨论前占主导地

位的成员偏向。对讨论过程的分析显示，占主导地

位的那部分成员在团队过程中讨论得最多，发表更

多的意见[5]。而何贵兵和张平研究发现将个人影响

力和成员偏向分布综合起来，加入到 SDS理论中，
能够更好地预测团队决策的结果[17]。 

Ganster 等对项目排序任务的团队决策研究显
示成员的资源（由个体决策的得分表示）能够说明

团队决策的大部分变异。这表明个体水平因素对团

队决策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指明这些个体资源具体

具体内容。他们随即考察了个体决策能力培训对团

队决策质量的影响，发现一般决策能力培训不能提

高团队决策的质量，对与任务相关的具体能力的培

训更为重要[6]。 
2.2 外部环境稳定，任务信息不一致的团队 

信息取样模型研究的团队处于稳定的外部环

境，但成员间任务信息分配不一致，因此该类研究

主要从信息影响的规律入手，直接关注团队的讨论

过程。 
Stasser等人对团队讨论内容的研究发现，团队

成员总是集中于讨论那些共享信息（ shared 
information），而忽视那些非共享信息（unshared 
information），而且在讨论过程中，成员更可能对共
享信息进行重复的讨论[8]。对此，Stasser 等人认为
在团队讨论时，与非共享信息相比，共享信息有更

多的机会被提及；提到的共享信息提高了成员对其

的记忆，因此在讨论中成员提取这些共享信息相对

比非共享信息来得更容易，这种原因的解释被称为

概率模型（probability model）[8,18]。其他研究者认

为社会心理因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 Larson等
人提出共享信息能够获得其他成员的准确性确认，

其可靠性能得到团队的认可，而独特的非共享信息

只掌握在各个成员手中，其他成员无法对其准确性

进行评价，因此非共享信息的可靠性得不到确认，

于是在团队讨论中，非共享信息自然比共享信息受

到的关注少[19]。 
Wittenbaum等人描述了一种相互促进（mutual 

enhancement）的过程来解释在团队讨论过程中共享
信息讨论的优势[20]。共享信息检验了成员的知识，

方便了成员间的交流；一位成员交流共享信息时，

其他成员会发现和自己所掌握的任务知识一致，从

而感觉更好，而提出共享信息的这位成员又能从其

他成员那里获得积极的评价。因此，Wittenbaum等
认为正是这种相互促进的心理过程导致了团队偏

好讨论共享信息。但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可能不能

解释所有讨论过程中的信息偏差现象，例如讨论初

期提及共享信息的原因，可能用概率模型来解释更

好；另外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只发生在团队成员不熟

悉的情况下，此时提及他们都知道的信息会使成员

之间交流更顺畅，而当成员间非常熟悉时，他们可

能对提及新鲜的，以前不知道的信息更感兴趣。 
而 Greitemeyer 和 Schulz-Hardt 的研究则认为

是由于个体形成的偏向难以改变，个体过程中信息

评价的偏向一致阻碍了团队选择正确的决策，即个

体忽视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而仅重视与自己

初始观点一致的信息，因此会忽略非共享信息[21]。

同样，注意焦点模型（attentional focus model）认为
个体在讨论前的偏向是一个过滤器，使得个体在讨

论中只关注那些支持自己偏向的信息，忽视不同信

息 [22]。Gigone 和 Hastie 提出的共同知识效应
（common knowledge effect）也有此意，成员只是
对形成各自偏向的共享信息进行讨论，而非共享信

息对团队决策几乎没有作用，讨论前被越多成员知

道的信息，其对团队决策的作用越大[23]。这些研究

结论都进一步说明了信息对团队决策是否起作用

依赖于个体对信息的认识。 
信息取样模型下的研究还探讨了团队人数、团

队规范等团队水平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团队人数对

团队决策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Stasser 等人
1989的研究发现团队人数越多时，对共享信息和非
共享信息讨论的差距越大，即人数越多，越倾向于

讨论共享信息，忽视非共享信息。根据可能性模型

的解释，知道某信息的成员越多，其被提及的概率

越高；团队人数增多时，掌握每条非共享信息的仍

然是一位成员，因此非共享信息的提及概率不会随

着团队人数的增多而变大[8]。而 Stasser 和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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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的研究发现，团队人数越多时，总体上讨论的
信息内容也越多，但对共享信息和非共享信息讨论

的差距没有显著增大，Stasser 和 Stewart 认为团队
似乎有保持非共享信息在所有被讨论信息中比例

的倾向[18]。Postmes 等人研究了团队规范对团队决
策的影响，要求成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团队的决策

质量高于要求一致的团队的决策，研究者经过分析

发现成员所感知到的信息是团队规范作用的中介

变量，在批判性的团队规范下，成员更看重非共享

信息，而在要求一致的团队规范下，成员相应地就

认为共享信息更为重要，忽视非共享信息，从而批

判性的团队规范下更容易发现最佳决策[24]。 
2.3 外部环境动态，任务信息不一致的团队 

最后一类对安全敏感的团队中成员间任务信

息分配也是不一致的，而且与以上所有团队不同，

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对这一类

团队来说，情境因素的作用就凸现出来。 
Driskell和 Salas对处于压力情境下的团队研究

发现在任务绩效的压力下，团队领导和成员都更易

接受其他成员提供的信息[25]。Kelly和 Loving的研
究发现时间压力使得团队成员仅集中注意小范围

的任务信息，仅将任务的完成作为沟通的主要目

标；他们认为在时间压力下，成员关注信息的过程

是一个过滤过程（filtering process），即成员仅关
注那些自认为重要的信息，而将其他的信息都过滤

掉[22]。Driskell 等发现在有听觉干扰和时间压力的
条件下，成员的团队愿景会不断缩小（narrowing of 
team perspective），即成员在压力下会逐渐将任务看
作是个体任务，而失去团队导向，从而使团队决策

的质量变差。因而 Driskell 等认为压力对团队绩效
的作用受到团队愿景的中介[26]。Sexton和Helmreich
利用一些语言学变量对机组成员在工作过程中的

沟通进行了言语分析，发现随着工作量的不同，团

队成员的言语沟通也有显著变化；随着工作负荷的

升高，成员的沟通量越来越多，机长在沟通中也倾

向于更多地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27]。 
Hollenbeck 等的多层次团队决策理论则关注了

影响团队决策准确性的 3个因素，即团队信息水平
（team infirmity），成员有效性（staff validity）和
层级敏感性（hierarchical sensitivity）。Hollenbeck
等认为这些核心变量能够解释团队决策的准确性，

其中成员有效性的定义为成员个体判断的准确程

度[12]，这也反映了个体水平因素对团队决策的影

响。LePine及其同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团队成员的
一般认知能力（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和责任感
（conscientiousness）是团队的关键资源[28]。Zarnoth 
和 Sniezek 的研究发现当个体的自信程度越高时，
在团队决策过程中其影响力越大[29]。层级敏感性

（hierarchical sensitivity）的定义为领导给成员的判
断赋予适宜权重的有效程度，与成员有效性（staff 
validity）的概念一样，层级敏感性与团队决策的准
确性有很大相关[12]。LePine发现当领导者和成员在
一般认知能力和责任感这两个方面的得分都高时，

团队决策的准确性最高[28]。柯年满和王重鸣认为管

理者可以根据三个核心变量检查团队的弱点和优

点，并进行培训来提高团队决策质量[30]。 
2.4 沟通媒介对团队决策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在组织中的广泛应用，很多研究者

都关注了沟通媒介对团队决策的影响。在后三类研

究范式中都有研究者比较了计算机沟通（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条件和面对面沟通
（face-to-face, FTF）条件下团队决策的差异。 

Lam 和 Schaubroeck 在信息取样模型的研究中
发现 CMC组比 FTF组讨论了更多的非共享信息，
团队决策的质量更高。他们认为原因在于 CMC 组
成员可以同时共享他们的信息，不会产生某些成员

占据所有讨论时间，而阻碍其他成员发表观点的情

况，而且当某个成员发表意见时，不会阻碍其他成

员思考的思路，因此 CMC 组成员更易分享新的信
息[31]。McLeod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 CMC 组比 FTF
组提到了更多的非共享信息，但是非共享信息对团

队决策的影响却在 FTF 组更大，他们用礼貌准则
（politeness norm）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即当人们
面对面讨论时，人们更倾向于用礼貌的态度对待其

他人，尊重他人，仔细聆听他人的意见，因此与 CMC
组相比较，在 FTF组中成员提出的非共享信息受到
更多的重视，对决策的影响也越大[32]。Hightower
和 Sayseed的研究则发现团队讨论过程中，CMC组
比 FTF组的信息偏差更大，即 CMC组更多地对共
享信息进行讨论，研究者认为由于缺乏非言语信

息，CMC组在沟通上比 FTF更为困难，表现为CMC
组的效率比 FTF 组低，完成任务所用的时间更长
[33]。但郑全全等研究发现 CMC组讨论的与任务材
料相关的关键信息比例更高[34]，CMC 组更关注文
本信息，较少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35]。 

而在项目排序任务中，Roch和 Ayman认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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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没有非言语信息的干扰，成员在团队讨论过

程中可以集中关注信息的事实和逻辑的加工，因此

CMC 组知觉到的决策成功（perceived success）能
够更好地预测实际的决策成功[36]。在该任务下，

Thompson 等研究发现解阶梯式团队的优势只在面
对面沟通方式下有效，在计算机沟通方式下阶梯式

团队的决策质量和一般团队的决策质量没有显著

差别，因为阶梯式技术减少了传统的团队过程中的

缺陷，如服从压力，参与不积极等，而 CMC 团队
中服从压力相对比 FTF 团队中的小，因此在 CMC
沟通下阶梯式技术的优势不明显[37]。 

在多层次团队决策中，Colquitt 等研究了计算
机辅助沟通方式（computer-assisted communication）
对团队决策的影响，并探讨了经验开放性（openess 
to experience）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当团队
的经验开放性高时，团队成员能够高效地使用沟通

媒介，辨认哪些任务适合用哪种媒介来沟通，这样

计算机辅助的沟通方式就能够提高团队决策的质

量[38]。 

3 提高团队决策质量的策略 

3.1 外部环境稳定，任务信息一致的团队 

SDS理论下的研究发现团队在外部环境稳定，
任务信息分配一致的情形下，团队决策容易受到规

范影响，成员会有对规范和服从的压力。Rogelberg
等提出一种阶梯式（stepladder technique）团队结构
期望能减少成员对规范和服从的压力，提高成员的

参与性。在这种结构下，每位成员不是同时进入团

队中，而是先后进入团队中，结果这种结构的团队

决策成绩显著高于一般团队的决策成绩。其中 56%
的阶梯式团队的决策质量高于其最佳成员的决策

质量，而一般团队中仅有 13%超过最佳成员的决策
成绩[39]。Rogelberg 研究发现当成员进入团队的时
间由他们自己控制时，自我控制的阶梯式团队的决

策质量显著高于一般团队的决策质量，且自我控制

的阶梯式团队中，最佳成员比一般团队中的最佳成

员能够施加更多的影响，对于最后团队决策的质量

更有帮助，自我控制的阶梯式团队，更符合现实情

景，与组织中的实际更为接近[40]。 
3.2 外部环境稳定，任务信息不一致的团队 

在信息取样模型中，成员间任务信息不一致，

研究者采用各种策略期望提高团队成员间对非共

享信息的讨论来提高团队决策质量。Stewart 和
Stasser 研究了当团队成员具有专家角色时对团队

讨论过程的影响，结果发现成员的专家角色给他们

提出的非共享信息提供了信度的保证，提高了对非

共享信息进行讨论的可能[41]。Henningsen等人研究
了团队中出现领导者时对团队讨论过程的影响，一

类领导者拥有的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指向最佳

决策，一类领导者拥有的信息指向非最佳决策，结

果发现前者所在团队比后者更多地对非共享信息

进行了讨论，做出了更多的最佳决策[42]。两个研究

结果均表明增加成员信息的可信度，是提高特殊信

息被团队接纳的有效办法。 
Hollingshead 的研究发现当要求团队成员将每

个决策按好坏顺序进行排序时，成员在讨论过程中

会充分考虑每个决策的相关信息，与要求挑出最佳

决策的团队相比，前者更多地讨论了非共享信息，

更多地做出了最佳决策[43]。Stasser 和 Stewart 研究
发现成员对任务类型的感知对团队讨论过程有影

响，他们通过给团队不同的指导语来操纵成员对任

务类型的感知，当成员将任务感知为判断任务时，

成员知道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决策，因此就将团

队讨论的目标定为达成一致；当成员将任务感知为

解决任务时，他们会认为有一些关键信息，通过这

些信息能够找到正确的选择，能够给这个选择提供

逻辑支持。对团队讨论内容的分析显示，感知为解

决任务比感知为判断任务时更关注非共享信息，从

而更多地做出了正确选择[18]。Galinsky 和 Kray 研
究了思维方式对团队决策的影响，通过一个故事启

动成员的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结
果发现与没有进行反事实思维启动的组相比，启动

组团队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对非共享信息的讨论显

著地多，因此更多的启动组选择了最佳决策[44]。与

前文改变成员认知的策略相比，这种思维方式的启

动更为隐蔽，而且提高了团队决策的质量。 

3.3 外部环境动态，任务信息不一致的团队 

组织中对安全敏感的团队处于动态的外部环

境，成员间任务信息分配不一致，成员间有明显的

角色差异，要提高他们的决策绩效，就必须使成员

胜任动态环境中压力情境下的任务，提高成员协调

和沟通的能力，因此对这类团队的 CRM 培训更多
关注了非技术技能的培训。从广义上来说，CRM被
定义为利用所有可使用的资源，包括人，信息以及

设备资源，使团队安全而又高效地完成任务。在发

展过程中 CRM 的目标发生了转变，原本是为了减
少飞行员失误，减少事故，后来逐步演变为提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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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任务中的绩效。在具体操作上，通过收集客观

现实数据，反映出团队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此形成相应的培训方案[45]。CRM 的培训形式大

致有知识讲座、模拟训练以及录像观察等，培训内

容主要包括人际间沟通、团队过程、团队决策、领

导以及情景意识等[46]。 
诸多研究对 CRM 的培训效果进行了评估，显

示 CRM 对于提高团队绩效很有帮助。 Helmreich
和 Wilhelm 对 CRM 培训效果的评估发现，经过

CRM 培 训 ， 成 员 对 机 组 人 员 协 作 （ crew 
coordination）和个体能力（personal capabilities）的
态度都有了积极的转变[47]。Stout 等对机组人员在
沟通，情景意识（situational awareness）等非技术
技能上进行的培训，提高了成员在关键的团队胜任

力（team competencies）的得分[48]。Entin和 Serfaty
的研究也发现经过团队协作的培训，团队在高任务

压力条件下的团队绩效明显得到提高[49]。Salas 等
人从成员对协作技能（team skill）使用的态度，对
CRM培训课程的反应，对 CRM培训课程中知识的
掌握以及模拟飞行任务中的行为四个层面对 CRM
培训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有经验的飞行员也

能从 CRM 培训中获益，提高了关键协作技能的使
用[50]。Crichton 等认为 CRM不仅能够提高处于紧
急状态下机组人员的团队绩效，对于处于相对稳定

背景下的团队也同样有效，例如飞机维护人员，海

上石油作业团队，医师等[14]。 

4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展望 

在上述四类团队决策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大

多以学生为样本，多采用实验室研究，使用的决策

任务跟实际团队的决策任务有较大差异，研究结果

的外部效度难以保证。以后的研究可以借鉴 CRM
培训的方式，通过模拟实际任务，如飞行机组中的

飞行模拟器（simulator）[8]，或者采用现场参与观

察的方法，如在飞行机组上采用的航线操作安全核

查（Line Operations Safety Audits，LOSA）[45]，以

此加强现场研究可以使研究具有更好的生态效度。 
从团队决策中信息影响来看，实验室研究发现

团队成员会更多关注共享信息，忽视非共享信息，

而非共享信息对团队决策又有重要意义 [8]。

Helmreich 指出在飞行条件下，不同成员的非共享
信息只有成为共享信息后才能对团队有用[11]。因此

如何促使组织中团队成员的非共享信息转换为共

享信息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方向。交叉培训似乎提供

了一种促使非共享信息共享的方法。交叉培训通过

工作任务的知识讲解，岗位轮换等方法使得成员了

解队友的任务职责，并能够及时预期队友的需求
[51]。因此可以考察交叉培训能否提高成员对非共享

信息的搜寻能力，从而提高团队决策的质量。 
在前两类范式的研究中较少涉及团队结构方

面的因素，信息取样模型中因成员获得非共享信息

而具备了一定意义上的专家角色，而团队结构因素

在第四类范式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如多层次团队决

策理论中，成员的地位有明显的区分，领导者有最

后的决定权。当成员具有不同的地位或角色时，如

一部分成员是专家、领导，其它成员是非专家、下

属。非专家提供的信息如何更有效地被专家接受，

下属提供的信息如何能被领导者作为决策依据，这

是未来研究中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 
团队绩效研究中，除了个体人格特征的影响因

素之外，团队人格特征和团队绩效的多种测量指标

也密切相关[52]，Fu Pingping等研究发现那些获得成
功的高层管理团队中，成员在人格和技能上是互补

的，与领导的价值观也一致[53]。因此考察团队成员

间以及团队水平上的人格因素对团队决策绩效的

影响也值得关注。 
在提高团队决策质量的策略方面，自我控制的

阶梯式技术在项目排序的实验室任务中表现抢眼，

比一般团队的决策质量提高了很多。那么阶梯式技

术对于执行其他任务类型的团队是否有效？阶梯

式技术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成员的参与性，减少

对规范和服从的压力，它能否帮助信息取样模型范

式和组织中的团队成员更多地发掘非共享信息，提

高团队决策的质量呢？另外从总体上来说 CRM 使
得成员的态度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团队决策质量提

高，团队安全绩效得到保障，但是对 CRM 培训进
行评估时，无法将很低的事故率作为效标，仅有间

接指标的测量，如对使用协作技能的态度，对 CRM
培训课程的反应等。选择更为合适的决策质量的评

价指标需要进一步探索，与采用模拟任务和现场研

究相对应，决策质量的评价指标也应选择在逼真或

实际任务中团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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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Decision Mak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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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am decision has been taken widely within 
organizations. Four kinds of team decision-making models were categorized in this article as follows: social 
decision scheme, information sampling model, ranking item task and safety priority teams in organizations. The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m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cision making were 
discussed. Finally, cri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eam decision making research and promising fields were also pointed 
out. 
Key words: team; team decision making; safety priority team;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non-technical skills.


